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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

———基于对方克立先生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解

周可真

【提　要】方克立先生在２００６年首次提出其后得到充实的 “马魂中体西用”论，标
志着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种新理论的诞生。运用 “同情之理解”的伦理方法兼逻辑
分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解读可知：“马魂”、“中体”和 “中体西用”分别标志着方先生的
文化创新理念、中国文化情结和中国文化主体立场，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
义思维方式转化的条件问题，是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尚存问题，也是该理论进一步
向前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的基
本条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继续深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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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魂、中体、西用”是方克立先生在

２００６年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观

点。① 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方先生最初从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文化发展理论传承而来的

“综合创新”论获得了新的思想内涵，标志着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种新理论——— “马魂中

体西用”论的诞生。

关于方先生的 “马魂中体西用”论，学术

界已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对于这些论文的具

体观点，本文不予置评，仅阐明笔者的观点，

以期得到方先生及其他同道的指教。

一、“马魂”：方先生的文化

　　创新理念　　　　　　　

　　方先生的 “马魂中体西用”论有互相递进

的两层意思：其一，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依赖

于 “马”、 “中”、 “西”三个因素；其二，在
“马”、“中”、 “西”三个文化因素中， “马”处

于 “魂”的地位，在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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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先生对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集中体现在方克立著 《中
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和方克立等著 《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
实道路》（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两部论文集中。



“魂”的作用。这意味着 “马魂中体西用”论作

为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种新理论，其本质

特征在于：它不仅 全 面 地 考 虑 到 了 “马”、

“中”、 “西”三者的关系，而且明确地肯定了
“马”在其中具有 “魂”的地位与作用。因此，

研究 “马魂中体西用”论，关键在于把握 “魂”

的意义。但是，本文作为对 “马魂中体西用”

论的一种解释学研究，并不打算对文本作 “信

息还原”式的解读，而是采取了 “信息重构”

的解读方式，从哲学角度来探讨在笔者看来其

可能具有的意义。

这里姑且先撇开 “中”、“西”之间 “体用”

关系不论，仅就 “马”对 “中”、 “西”的关系

而论，它们既然同属于文化范畴，则 “马”作

为 “魂”，自然是属于文化之 “神”，相应地
“中”、 “西”就都是属于文化之 “形” （或
“质”）了。参考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

也。气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① 的

话，假定文化也可分 “形上”、 “形下”的话，

那么，“马”与 “中”、“西”的关系便可归结为
“道”、“器”关系，进言之，在中国文化的综合

创新中， “马”是作为创生中国新文化之本的
“理”，“中”、“西”是作为创生中国新文化之具

的 “气”。再参考西方古典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

的 “四因说”———他又把 “四因” （质料因、形

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归结为 “二因”（质料

因和形式因），则 “马”与 “中”、“西”的上述

关系也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 “形式”与 “质料”

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

“中”、“西”的作用均属于文化之 “质料”的作

用， “马”的作用则是文化之 “形式”的作用，

并且因之也兼有文化之 “目的”与 “动力”的

作用。

要之，以 “马魂”为精神内核的 “马魂中

体西用”论，本质上应是表达了其 “综合创新”

文化观的创新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在中国文

化的综合创新中，“中”、“西”作为文化之 “质

料”或 “气”，应当以 “马”作为其 “形式”或

“理”，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的特殊本质理当

依据 “马”来确定，由此确定的新文化理念才

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正当动力与正当目的，反之，

如果没有抑或离开 “马”这个 “魂” （“形式”

或 “理”），单凭其 “中”、 “西” （“质料”或
“气”）来开展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这种文化

创造活动就会因缺乏正确理念的指引而误入

歧途。

诚然，凭笔者对方先生的了解，他的 “马

魂中体西用”论本是试图超越传统体用二元的

思维模式，在吸取张岱年 “兼赅众异而得其平

衡”的 “兼和”② 思想的基础上，③ 采用 “魂、

体、用”三元模式来思考 “马”、 “中”、 “西”

的关系。但是，其 “马魂、中体、西用”之说，

既然是沿用了中国哲学中 “体”与 “用”的概

念，其 “魂”的概念就同时也获得了中国哲学

的意义，因而可以并且也应该从中国哲学角度

来审视和解读其 “魂”的概念，而在中国哲学

语境下，“魂”犹言 “神”，是与 “形”或 “质”

相对待的一个概念，而孔颖达的如下论述更表

明，在哲学本体论中， “神” （“魂”）、 “形”

（“质”）与 “道”、“器”具有同等意义：“道是

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

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

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

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

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

者谓之器也。”④ 据此，当然可以将 “魂”纳入
“道”，“体”、“用”一并纳入 “器”，进而还可以

进一步将 “道”、 “器”关系归结为朱熹哲学本

体论中的 “理”、 “气”关系。这样一种解读方

式，应该说是适用于方先生作为一个长期从事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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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真：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

①

②

③

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５８ 《答黄道夫》。

参见：《张岱年文集》第３卷，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第２１３页。

参见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２９１页。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７。



二、“中体”：方先生的中国

　　文化情结　　　　　　　

　　据上分析，按照 “马魂、中体、西用”的

思维框架，在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过程中，

“马”、 “中”、 “西”分别扮演不同角色： “马”

的角色是文化之 “形式”， “中”、 “西”则都是

文化之 “质料”的角色。然而，同是文化之
“质料”的角色， “中”、 “西”又各有其特殊的
“戏份”： “中”的 “戏份”是 “体”， “西”的
“戏份”则是 “用”。方先生为何要如此来分派
“中”、“西”各自不同的 “戏份”？

以笔者之见，“马魂中体西用”论反映了方先

生为人为学的 “一贯之道”：其 “马魂”之说，是

反映其 “于理则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其 “中体”

之说，是反映其 “于情则归依于中国文化”。①

现代心理学将行为的原因归结于心理，认

为某类行为是某类心理的表现。现代心理学就

是通过对行为现象的分析来探究这种现象背后

的心理本质或心理原因，并根据对其本质或原

因的把握来解释行为现象。现代认知心理学更

进一步把一切心理 （知、情、意）都归结为认

知，“知”固然是认知，“情”、“意”也是认知，

是认知的两种发展形式。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

认知心理发展过程是起始于事实判断 （认知阶

段），进而发展为价值判断 （情感阶段），再发

展为行为判断 （意志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的

判断都是基于事实判断。据此推论，对中国文

化综合创新问题的认知，也应该有一个心理发

展过程。由此来分析 “方氏综合创新论”，其
“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它

是方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化综合创新问题的过程

中，基于其认知心 理 的 发 展 而 据 其 “知”、

“情”、 “意”所做出的一个综合判断———其中，

“马魂”是属于 “知”范畴的事实判断，“中体”

是属于 “情”范畴的价值判断，“西用”则属于
“意”范畴的行为判断。

因此，“马魂”作为一种文化创新理念，从

认知心理上说，实是方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综合

创新所做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反映了方先生在
这个问题上对 “马”、 “中”、 “西”本质关系的
理智把握。而 “中体”作为 “情”范畴的一个
价值判断，则是反映了方先生在文化问题上的
情感归依，体现着方先生的中国文化情结。

三、“中体西用”：方先生的

　　中国文化主体立场　　　

　　至于 “西用”，其作为 “意”范畴的一种行
为判断，从方先生面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处的中
西文化互动的历史与现实环境而对中国文化的

综合创新进行行为决策方面来看，它也可以被
看作是方先生所做出的一个决策性判断。方先
生做出如此判断，意味着他基于对中国文化作
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其外部文化环境之间互动关

系的把握，通过对其外部环境诸多文化因素的
探索性选择，最终确认，在这种互动关系中，

对其系统起主要作用的西方文化，是发展中国
文化所必需凭借的外部资源。

由于 “西用”的判断是在肯定 “中体”前
提下做出的，在此关系条件下，“中体”与 “西
用”都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系统而言的，故其
“体”应表示内在于该系统，其 “用”表示外在
于该系统，也就是说，这里的 “体”、 “用”应
该被合理地理解为是用来标志一种 “内”、“外”

关系的概念。② 相应地，方先生的 “中体西用”

之说也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中国文化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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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周可真：《哲学与文化研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据笔者研究，顾炎武曾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和李颙讨论过
“体”、“用”问题。在讨论中，顾炎武引用了魏伯阳 《周易
参同契》中 “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的话来证明 “并
举体用始于伯阳，而惠能用之”，并提出了 “君子合内外之
道”的观点 （详见 《亭林佚文辑补·与李中孚札》）这里，

顾炎武已将 “体用”与 “内外”联系起来。在 《日知录》

中，顾炎武更有如此论述：“如孟子言 ‘尧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
微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日知录》卷７ 《忠恕》）这
里将 “合内外之道”与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本质地联
系起来，几乎是明言 “体用”蕴含着 “内外”之意。因此，

在 “内外”意义上使用 “体用”概念，这是有学理根据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创新所涉及到的 “中”、 “西”关系，本质上是

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 “内”、 “外”关

系。按照这种关系，在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

“中体西用”之 “综合”应是 “内体外用”意义

上之 “内外综合”。从中国文化之 “我”的主体

立场方面来理解，“内体外用”之 “内体”即是
“我” （“中”）的主体性， “外用”即是合于
“我”的主体性要求从而对 “我”有价值的 “他”

（“西”）的有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先生的
“中体西用”之说，其实不过是毛泽东 “洋为中

用”的另一种说法———传统中国哲学表述形式

罢了，这两种说法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创新主体

立场上所表达的创新思路与创新原则——— “中西

综合”的创新思路和 “西为中用”的创新原则。

如果说 “马魂中体西用”论中 “中体西用”

之说本质上是在表达中国文化的 “中西综合”

创新之 “西为中用”的主体原则的话，那么，

在其创新过程中始终都起 “魂”的作用的 “马”

与 “中”的主体性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从逻 辑 上 来 分 析，如 果 把 这 个 “魂”

（“马”）理解为就是 “中”的主体性的话，那

么， “中”就丧失了其自我本质而不成其为
“中”了。因此，很明显，要坚持中国文化的
“中西综合”创新之 “西为中用”的主体原则，

在逻辑上断不能将 “中”的主体性归结为
“马”。那么，“中”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呢？从

中国文化之 “我”的主体方面来分析，“我”的

主体性与 “我”的关系———按笛卡尔 “我思故

我在”的逻辑，应是属于 “我思”与 “我在”

的关系。这就是说， “我”的主体性就在于
“我”之 “思”，其 “思”与否乃决定其 “在”

与否———由 “我思故我在”固然可以推出 “我

如此思故我如此在”， “我那样思故我那样在”，

即 “我”之 “思”的方式也决定 “我”之 “在”

的方式，但 “我”之 “在”与否毕竟是取决于
“我”之 “思”与否，而非取决于 “我”之这样

或那样 “思”的方式。

依据上述分析，中国文化之 “我”的主体

性作为 “我思”范畴的 “思”，自然不能被归结

为 “马”，但既然 “马”在中国文化的 “中西综

合”创新中始终都起 “魂”的作用，其 “思”

又必与 “马”相关，否则其 “魂”的作用就无

从体现了。笔者以为，要对这里的 “思”与
“魂”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应该也只能将
“魂”理解为 “思”的方式，照此理解，在中国

文化的 “中西综合”创新中，“马”是决定中国

文化之 “我”以某种方式 “思”并且因此也决

定中国文化之 “我”以某种方式 “在”的因素，

这也就是说，其创新活动最终将导致中国文化

以何种方式出现，是取决于其创新主体 “思”

的方式———按照方先生的思想理路，其 “思”

的方式理当由 “马”来规定，只有以 “马”所

规定的方式来 “思”，其创新活动才能最终导致

中国文化以合理的方式出现 （据此来理解方先

生的 “马魂”之说，则其正当理由应在于 “马”

对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将以合理方式出现是起决

定作用的——— “马魂”之 “魂”即应指 “马”

的这种决定作用而言）。

分析至此，“马魂中体西用”论需要解决而

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显现出来了，这就

是：如何使中国文化的 “中西综合”创新主体

能以 “马”所规定的方式来 “思”？该问题实际

牵涉到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一种是中国文化

思维方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前者

是中国文化创新主体本有的思维方式，后者是

该主体所要接受的思维方式。“马魂”之说要能

立得住脚，就不能不思考这两种思维方式的转

化问题，即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

义思维方式转化。

四、“马魂中体西用”论之文化

　　理想的实现条件　　　　　

　　所谓方式，通常是指人们说话做事所采取

的方法和形式。据此，思维方式可以且应当被

理解为人们思考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

包括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是思维主

体在思维过程中对思维对象进行加工制作所运

用的工具和技巧，这种工具和技巧是思维主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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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和运用并且

在运用中得到改进和提高的。如果说思维对象

本质地规定着思维内容，即决定着思维主体的

所思所想的话，那么，思维方法则本质地规定

着思维形式，即决定着思维主体的能思能想。

这就是说，决定思维形式的思维方法是以思维

工具与思维技巧为实质内容的，而由思维方法

所决定的思维形式则是以思维能力与思维水平

为实质内容的。这意味着，思维能力与思维水

平是取决于思维工具与思维技巧的。而思维技

巧无非就是运用思维工具的诀窍和技能。所以，

归根到底，思维工具乃是思维方式的根基所在，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根源于思维工具的变革的，

故思维方式的转换也可归结到思维工具的变

换上。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到底是怎样一种思维

方式？对此，既可以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活动及其论著的研

究来探寻他们实际运作的思维样式，也可以通

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维的理论的研

究来探寻他们所自觉地意识到应当予以遵循的

思维规律。前者是自发形态的思维方式，后者

是自觉形态的思维方式。严格地讲，马克思主

义思维方式应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理论表

现出来的自觉形态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在西方文化中孕育

产生的。在西方文化中，作为思维方式之根基

的思维工具是逻辑。西方最早的逻辑是由亚里

士多德所创立的演绎逻辑，这种古典逻辑本质

地规定了西方古典学术思维方式的思辨性，使

思辨学术成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

学术形态。思辨学术的思辨性有两个基本特点：

超验性和逻辑性。超验性意味着思辨学术是一

种以远离经验的玄想为特征的纯粹理性思维；

逻辑性意味着思辨学术是一种以演绎推理为特

征的形式逻辑思维。故所谓思辨学术，就是从

已知的某些公理或公设出发，或者从主观预设

的某些概念或原则出发，凭借纯粹理性来对思

维对象作合乎逻辑的思考的学术。到了十七世

纪，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用以 “发明知识”的
“新工具” （作为新的思维工具的归纳逻辑，包

括观察、实验和归纳三个主要环节）的发明所

引起的康德所说的 “智力革命”，西方学术开始

发生历史转型，由古典思辨学术向现代实验学

术演进，从而产生了现代实证科学。但早期的

实证科学在对待思维工具的态度上有贬斥演绎

逻辑的归纳主义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后来受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强烈批评，恩

格斯指出：“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充当科学发现

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① 因为不但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

性的”，② 而且 “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

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

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③ “归纳和演绎，正

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

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

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④

马克思主义以其基于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

的归纳与演绎相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

统一的逻辑理论，不仅丰富和充实了逻辑学的

内涵，而且拓宽了逻辑学的外延。⑤ 由此思维工

具也获得了革命性变革与改进，不但使原本相

互分裂的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辩证地统一于形

式逻辑，更使原本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

上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立基于实践唯物

主义世界观，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实

践唯物主义逻辑。

所谓实践唯物主义逻辑，就其作为一种思

维理论而言，其本质内容不只是在于将逻辑学

理解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问，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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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

５４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３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３３５页。

参见周可真：《简论西方自然哲学的历史演变———兼论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贡献》，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２期。



将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理解为与外部世界 （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本质上同一

但可以为人的头脑自觉地应用的历史规律，从

而将逻辑法则本质地归结为可以通过社会实践

得到自觉反映并且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自觉

应用的历史法则。所谓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

就是以逻辑法则与历史法则统一于社会实践的

实践唯物主义逻辑观为基础，从具体科学所提

供的经验事实出发，考察客观世界中各种具体

的运动形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过程，

由此来探求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并在

社会实践中努力用经验事实来验证关于这些客

观规律的理论的科学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思维

方式其实也就是通常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称为

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

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因此，也可以

称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

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

式，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何特点呢？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

哲学中。拙文 《重视心灵涵养的演绎逻辑哲学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哲学》指出：“中

国不但有哲学，而且有并不缺乏逻辑的哲学，

只是中国的古典逻辑既不同于西方的古典演绎

逻辑，也更不同于西方的近代归纳逻辑。如果

说西方的古典演绎逻辑是以偏重于研究基于

‘大前提’的推理过程及其规律和规则为本质特

征的理性演绎逻辑的话，那末，中国的古典逻

辑则是以重视研究 ‘大前提’本身何以确立的

根据和主张通过心灵的涵养来确立其 ‘大前提’

为本质特征的心性演绎逻辑。” “这种差异似乎

意味着西方的古典逻辑 （亚氏逻辑）并不在乎

作为推理过程的起点的 ‘大前提’是否正确，

而只在意推理过程的程序是否正确，而中国的

古典逻辑却正好相反，只在意 ‘大前提’是否正

确，而并不在乎推理过程的程序是否正确。”①

重视心灵涵养是中国传统哲学演绎逻辑的

主要特点。先秦道家哲学中老子的 “道”论和

儒家哲学中孟子的 “性”论都以 “寡欲”作为

涵养心灵的方法，这种逻辑方法到了儒释道兼

综的宋明理学被继承并发展为 “灭人欲”。当宋

明理学发展到阳明心学阶段时，作为心性演绎

逻辑之大前提的 “理”更被视为人心固有的
“良知”，于是原本作为确立其大前提的原逻辑

方法②的 “灭人欲”，就变成了从其大前提出发

来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矣”③ 的心性演绎方法了。这就是说，

阳明心学逻辑的特点是以 “灭人欲”为 “致良

知”的心性演绎方法。根据王阳明的 “四句

教”，④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在于以 “知善知恶”

的 “良知”作为心性演绎逻辑的大前提，由此

凭借 “良知”的 “知善知恶”功能来进行 “为

善去恶”（意味着 “存理灭欲”）的 “格物”，从

而使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⑤质言之，这个心

性演绎过程就是在假设心中有个 “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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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周可真：《重视心灵涵养的演绎逻辑哲学———中、西比较视
野中的中国哲学》，《理论建设》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按照培根 《新工具》中有关其归纳法与亚里士多德演绎法
之根本区别的论述，新、旧两种 “工具论”所共同面对的
问题是：怎样把握 “最普遍的原理”？对此，它们有着截然
不同的解决思路：按照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的思路，是
“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按照培根
“工具论”的思路，则是 “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
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
理”。由于 “最普遍的原理”在它被思维所把握并被用于推
理时是作为推理的 “大前提”而且是最大的 “大前提”（因
其为 “始基原理”）而存在的，故上述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
“大前提从何而来？”这是新、旧两种 “工具论”都要解决
的问题，而且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决定着其解决关于推理的
其他问题的根本方向，因而是 “工具论”的根本问题，亦
即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解决该问题，是理则学 （按：牟宗
三将ｌｏｇｉｃ译为 “理则学”）的首要任务，任何一种关于推
理的逻辑理论都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也可以并
且应该被理解为原逻辑问题。笔者所谓的原逻辑方法，就
是指解决这个原逻辑问题的方法。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５页。

王守仁 “四句教”见于 《传习录下》：“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王阳明全集》，第１１７页）

王守仁 《答顾东桥书》：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
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全集》，第４５页）



下，将这个 “虚理”① 应用于日常生活，使之变

成日常生活所因循的 “实理”的过程。显然，

这种唯心主义的心学演绎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

学演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思维方式与文化具有内在联系。蒙培元先

生曾将思维方式理解为文化之 “母胎”，② 这意

味着一种文化的根基就在于它的思维方式。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的思维方式，又是以

心性演绎逻辑为根基的，并且这种逻辑最后更

归结于以 “虚理”为前提的唯心主义演绎逻辑，

直到清代朴学兴起，这种演绎逻辑才被 “征实

之学”的归纳逻辑所取代。但是，清代朴学的

归纳逻辑只是被运用于文献学领域的考据方法，

与那种被运用于现代科学 （特别是自然科学）

领域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归纳方法还不是一回事，

更何况清代朴学的考据虽然极重归纳，却无意

于将归纳得出的结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理论向导，这就不免使其脱离演绎而陷于机

械归纳。科学的归纳是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的

必由之路，而清代朴学的机械归纳则由于其不

是自觉地将握事物的本质作为认识的任务，往

往舍本逐末，以至于发展到如清代学者沈垚所

说的那样 “考证于不必考之地”。③ 至于晚清兴

起的今文经学，则酷似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

今文经学，喜牵强附会，甚至杂以谶纬神秘之

辞，以言其所谓 “圣王大义”，这与清代 “征实

之学”的 “实事求是”精神更是背道而驰，更

无科学性可言。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些

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胡

适之辈，开始吸收、消化西方的科学方法，其

精神诚然可贵，然其思想根底仍未超出今文经

学的思维框架，而仅仅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加入

了一些科学思维的要素而已。西方的科学方法，

经过他们的消化，被严重地歪曲了。他们这种

学习西方科学思维的方式与张之洞学习西学的

方式实属于同一类型，也是 “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以中国传统今文经学思维为体，以

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为用。这不过是鸡零狗碎地

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从整体性

上去把握和消化它，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

实现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

转换。④ 进而言之，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向近代科

学思维方法的历史性转换，其实也并没有因为

新中国的建立就实现。有段时期曾经盛行的诸

如 “影射史学”之类的思维方法，就是今文经

学思维方法的再现。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占据了统

治地位，但是 “左”的思想也还不时作祟，这

种 “左”的思想在思维方法上实与章太炎那种

脱离归纳的先验演绎法一致。不过，今天看来，

表达这种 “左”的思想的言论已经很少有市场，

可以说，曾经极大地阻碍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

向前发展的 “左”的思想，至今已不成其为大

问题。而今成问题而且大成问题的，倒是近年

来在学界演势日炽且一时似无良法以治之的所

谓 “学术腐败”问题了。“学术腐败的思想根源

在于缺乏科学的知识观念，不知实践才是检验

知识真伪的唯一标准，不知真知识是必须在实

践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逻辑思维并最终回到实践

才能获得的。”⑤ 因此，要使中国社会能够保持

其可持续的发展，大力提倡科学的知识观念和

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

必须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 “马魂”原则的现实

原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新中

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且这期间执政党对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普及宣传教育力度也不可谓不

大，要使思维方式成为主导和支配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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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理”之说非笔者杜撰，它早见于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

卷３５ 《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
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
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

参见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
究》１９８８年第７期。

参见沈垚：《落帆楼文集》卷８ 《与孙愈愚》。

参见周可真：《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
代朴学的历史转变》，《哲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８期。

周可真：《思维方式偏颇阻碍科技创新》，《科学时报》２００７
年３月３０日。



思维方式，仅仅靠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普及宣传教育还是很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①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

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

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②一种文化或一个民

族的思维方式根本上是取决于该民族的人们按

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建立的相应社会关

系。当今中国虽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而在多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处在现代化进

程之中，其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尚且呈现

出多元并存的复杂性，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

也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因素，所有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当今中国的社会

体系，尚不足以使生活在该社会体系中的人们

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当年恩格斯

深信：“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

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

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

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③ 我们同样可以相

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继续深入进行，马

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终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

流思维方式，当且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

维方式成为主导和支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的

时候，为方先生所殷殷期待的中国新文化才可

以从观念形态的理想转变成事实形态的现实。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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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真：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


